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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精准把脉长江经济带中心城市的发展状态及成因,
 

构建了城市人居环境和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分析“九五”至“十二五”期间上海、
 

武汉、
 

重庆3座中心城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发展两系统协调性程度的变化趋

势及差异性.
 

研究表明:
 

①
 

“九五”至“十二五”期间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中心城市人居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协调

程度存在较大差异.
 

上海的整体协调度相对优于武汉和重庆,
 

除“十五”期间外,
 

整体处于相对平稳状态.
 

武汉和重

庆在研究期间都存在人居环境和经济发展不协调的状况,
 

“九五”
 

“十五”期间2座城市协调度都存在波动.
 

“十二

五”期间,
 

武汉的协调度整体低于重庆和上海.
 

②
 

通过对协调性程度差异影响因素地理探测分析可知,
 

城市的经济

发展指标中产业结构、
 

经济实力、
 

居民收入消费水平对协调度表现出不同的影响力.
 

其中,
 

上海、
 

重庆的经济发展

指标对其协调度具有正相关,
 

而武汉的经济发展状况对其协调度影响力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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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业化、
 

城市化的快速发展,
 

经济与社会结构急剧变化,
 

城市中工业与人口大规模聚集,
 

人居环

境受到严重威胁.
 

因此,
 

加强城市经济发展与人居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
 

有助于揭示城市发展的深刻内涵,
 

把握城市健康发展的精准脉搏.
人居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度研究是城市发展中的重要议题,

 

人居环境科学思想的形成和我国城市化的

发展紧密相连[1].
 

城市发展研究中,
 

绿色城市[2]、
 

生态城市[3]、
 

宜居城市[4]、
 

海绵城市[5]等概念不断涌现,
 

其目的在于促进城市经济建设与人居环境的和谐发展.
 

随着城市运营理念的不断深入,
 

城市品质受到更多

关注,
 

进一步推动人居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度研究成为国内地理、
 

城市规划等领域学者们讨论的热点话

题.
 

李雪铭[6]、
 

熊鹰[7]、
 

邓春雨[8]、
 

李伯华[9]等学者对不同城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度进行了广泛深

入的研究,
 

研究的主要内容涉及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以及研究方法的探讨.
相关研究深化了城市和谐发展理念,

 

但已有的研究侧重于运用评价模型对不同城市进行时间序列的

演变研究,
 

或省域范围的时空变化特征分析,
 

而城市群或经济带的对比研究相对缺乏.
 

为此,
 

本文基于

长江经济带的时代背景,
 

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中心城市作为研究对象,
 

比较上海、
 

武汉和重庆3座中心

城市经济发展和人居环境协调度的时间演变特征,
 

把脉长江经济带中心城市的发展状态,
 

为城市健康发

展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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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心城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解析

深入解析人居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度,
 

探讨城市在发展目标及人居环境建设方面的差异,
 

并分

析城市之间存在的人居环境建设的共性问题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20世纪90时代以来,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工业化、
 

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加速,
 

城市中经济领域的市

场化改革步伐不断深入,
 

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城市经济的发展,
 

另一方面城市人口集聚、
 

交通拥堵、
 

环境污染严重等人居环境问题日益突出,
 

对城市中原有的社会结构、
 

社会管理形式和维系社会稳定的价值

观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城市经济发展与人居环境之间出现了不协调的局面.
城市化是在空间体系下的一种经济转换过程,

 

人口之所以向城市集中是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作用的结

果[10].
 

而我国的城市化具有明显的时间压缩特征,
 

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问题在我国同时发生,
 

致使各种城

市问题突显[11],
 

直接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质.
 

本文在总结部分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对不同规模或发

展阶段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经济和人居环境两方面的特点进行对比,
 

发现不同规模城市、
 

不同发展阶段城市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居环境存在明显差异(表1).
 

在城市发展的初期或规模较小的城市,
 

产业结构较为单

一,
 

经济规模较小,
 

城市人居环境表现为生态环境、
 

公共服务、
 

社会文化环境较好的特点.
 

当人口集聚、
 

产

业结构多元化后,
 

经济规模效应突显,
 

城市规模日益扩大,
 

但也激化了经济发展与人居环境之间的矛盾.
 

特大型城市(中心城市)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远远超出了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
 

经济发展与人居环境协调表现

为一般水平.
表1 不同规模城市的经济发展与人居环境建设对比

城市规模 经济发展特点 人居环境特点

小城市 产业零星、
 

经济规模小 生态环境优越、
 

社会结构简单、
 

文化特色明显[12]

中型城市 产业单一,
 

经济初具规模 居住、
 

公共服务、
 

社会文化环境较好,
 

生态环境一般[13]

大型城市 产业多元化,
 

经济规模效应突显
大多数人居环境结构不合理,

 

人居环境与当地具有的城市

功能不适应,
 

人居环境建设滞后于城市发展[14]

超大城市(中心城市) 产业结构完整,
 

经济溢出效应明显
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远远超出了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

 

人居

环境质量处于一般协调水平[15]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以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的中心城市重庆、
 

武汉和上海作为研究对象,
 

数据主要来源于1996-2016
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各城市年报等.

2.2 研究方法

2.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依据长江经济带中心城市的特点,
 

基于相关学者研究的成果,
 

本文按照综合性和可行性原则构建城市

人居环境和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图1).

2.2.2 综合评价指标的计算

为了减少主观的干预,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城市人居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2个系统进行定量分

析,
 

以确保结果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由于指标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性,
 

可能导致部分数据的重叠,
 

有必要

对原始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公式1).

xij =(Ti-Tj)/S (1)

式中:
 

Ti 为历年的指标数据;
 

xij 为Ti 归一化后的数据;
 

Tj 为选取时段的平均值;
 

S 为Ti 指标的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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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城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指标体系图

以SPSS软件为技术支持,
 

将处理后的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确定其权重,
 

其计算公式为:

FK =Zn1X1+Zn2X2+…+ZngXj (2)

式中:
 

Zn1,
 

Zn2…Zng 为n 个主成分系数的得分系数;
 

X1,
 

X2…Xj 为标准化后的标准值;
 

FK 为K 个主成

分因子的得分.
采用公式(3)计算系统综合得分,

 

求各年中心城市的系统综合评价指数,

Zi=∑WmFm (3)

式中:
 

Zi 为i年各指标综合发展评价指数;
 

Wm 为第m 个主成分的贡献率;
 

Fm 为第i年的第m 个主成分

得分.

2.2.3 综合指标协调度的计算

利用模糊数学对2个系统之间的协调度进行计算分析.
 

首先建立状态协调度函数,
 

其计算公式为

Ui/j =exp
-(Fi-F')2

S2  (4)

式中:
 

Ui/j 为i系统相对于j系统的状态协调度;
 

Fi 是j系统对i系统的实际值;
 

F'是j系统对i系统要求

的协调值;
 

S2 是i系统的实际方差.
通过状态协调度可以对系统间协调发展程度进行评价,

 

公式为

U=
min(ui/j,

 

uj/i)
max(ui/j,

 

uj/i)  (5)

式中:
 

ui/j 与uj/i 的值越临近,
 

U 值越大,
 

说明人居环境系统与经济发展水平系统间协调发展的程度

越高;
 

反之,
 

说明2个系统间协调发展的程度越低.
 

参照李雪铭等[6]提出的协调度的等级划分标准进

行分级(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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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协调度等级划分及其标准

协调度 0~0.09 0.10~0.190.20~0.290.30~0.390.40~0.490.50~0.590.60~0.690.70~0.790.80~0.890.90~1.00

等级 极度失调 严重失调 中度失调 轻度失调 濒临失调 勉强协调 初级协调 中级协调 良好协调 优质协调

3 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中心城市“九五”至“十二五”协调度结果及其分析

3.1 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中心城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发展水平比较

根据公式(1)将重庆、
 

武汉和上海各城市指标数据进行处理后,
 

由公式(2)和(3)计算其人居环境综合

指数与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其结果见表3.
表3 长江上游中心城市“九五”至“十二五”期间各系统指标情况

时     间

1995年1996年1997年1998年1999年2000年2001年2002年2003年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

上海 经济

指数
-0.77 -0.90 -0.90 -0.87 -0.79 -0.75 -0.93 -0.84 0.66 0.09 0.36 0.32 0.35 0.45 0.42 0.27 0.41 0.41 0.42 0.38 0.02

人居

指数
-0.50 -0.49 -0.52 -0.53 -0.43 -0.22 0.06 -0.04-0.02 0.16 0.32 0.34 0.44 0.48 0.53 0.43 0.51 0.81 0.99 0.46 0.38

武汉 经济

指数
0.34 0.52 0.59 0.72 0.35 0.29 0.46 0.45 0.34 0.41 0.35 0.32 0.23 0.15 0.28 0.24 -0.85 -0.87 -0.98 -0.23 -0.11

人居

指数
0.28 0.27 0.31 0.43 0.11 0.40 0.47 0.38 0.20 0.11 0.12 0.08 0.01 0.03 0.06 0.05 -0.35 -0.34 -0.34 -0.43 -0.38

重庆 经济

指数
-0.22 -0.27 -0.31 -0.26 -0.11 -0.22 -0.21 -0.21 0.69 0.66 -0.15 -0.01 0.48 0.39 0.40 0.35 0.45 0.54 0.59 0.70 0.01

人居

指数
0.35 0.13 0.24 0.40 0.33 0.44 0.29 0.45 0.51 0.50 0.40 0.43 0.22 0.36 -0.10 -0.02 -0.27 -0.35 -0.46 -0.53 -0.50

  由表3可知,
 

长江经济带中心城市人居环境水平呈波动形式,
 

其中正向演进最为明显的是上海.
 

从“九

五”到“十一五”期间一直保持着增长的势头,
 

其中“九五”期间增幅较小,
 

“十五”期间和“十一五”期间人居

环境指数大幅度增加,
 

年均增幅保持在6.5%.
 

从“十二五”中期开始,
 

上海的人居环境指数呈现下跌趋势.
 

长江经济带中心城市武汉和重庆人居环境发展水平呈波动逆向演进,
 

从“九五”到“十五”期间,
 

一直处于波

动状态,
 

但波动幅度不大.
 

从“十一五”到“十二五”期间,
 

武汉和重庆的人居环境指数均呈逆向演进,
 

分别

以5%和9%的幅度下跌.
根据时间对比分析可知,

 

“九五”期间,
 

重庆、
 

武汉、
 

上海的人居环境评价指数都保持平稳发展,
 

在“九

五”后期,
 

上海正向演进较快.
 

“十五”期间,
 

上海的人居环境评级指数有较快的发展,
 

以5.4%的增幅领先

于重庆和武汉.
 

“十一五”期间,
 

上海的人居环境评价指数继续保持着高速增长,
 

而武汉在2006-2009年处

于基本停滞状态,
 

重庆则以4.2%的幅度呈下跌趋势.
 

“十二五”期间武汉、
 

重庆2座城市呈逆向演进,
 

但趋

势减缓.
由表3可知,

 

长江经济带3座中心城市经济发展指数都呈现不同程度波动的状态.
 

“九五”末期,
 

武汉

经济发展指标出现过小幅下降的趋势,
 

但随着经济政策的调整,
 

“十五”
 

“十一五”期间武汉经济发展指数趋

于平稳.
 

“十二五”期间前期出现大幅下跌,
 

中期为低水平平稳,
 

后期开始正向演进.
重庆、

 

上海在“九五”期间其经济发展指标为较低水平的缓慢发展,
 

“十五”期间2座城市的经济发展指

数出现极大波动.
 

“十五”前期大幅上扬,
 

“十五”后期则出现波动下降的趋势,
 

“十一五”期间其经济发展指

数趋于平稳,
 

但“十二五”后期,
 

其经济发展指数呈现逆向演进态势.
 

根据时间对比分析可知,
 

“九五”期间,
 

重庆、
 

武汉、
 

上海的经济发展指数较为平缓,
 

武汉在“九五”末期则出现小幅下降.
 

“十五”期间,
 

上海、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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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发展指数呈较快波动增长,
 

武汉则表现出平稳状态.
 

“十一五”期间,
 

上海、
 

武汉的经济发展指数呈

平稳趋势,
 

重庆有所波动.
 

“十二五”期间武汉的经济发展指数急剧逆向演进,
 

重庆和上海在“十二五”后期

才有所下降.

3.2 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中心城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度比较

对长江经济带中心城市“九五”至“十二五”期间经济协调度数据的计算结果见表4.
表4 上海、

 

武汉、
 

重庆人居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度指数

时     间

1995年1996年1997年1998年1999年2000年2001年2002年2003年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

上海
协调

指数
0.87 0.98 0.94 0.89 0.95 0.77 0.13 0.33 0.04 0.88 0.72 0.81 0.92 0.84 0.96 0.99 0.94 0.92 0.93 0.91 0.98

等级
良好

协调

优质

协调

优质

协调

良好

协调

优质

协调

中级

协调

严重

失调

轻度

失调

极度

失调

良好

协调

中级

协调

良好

协调

优质

协调

良好

协调

优质

协调

优质

协调

优质

协调

优质

协调

优质

协调

优质

协调

优质

协调

武汉
协调

指数
0.91 0.92 0.87 0.98 0.75 0.38 0.60 0.90 0.99 0.62 0.80 0.76 0.73 0.95 0.79 0.83 0.16 0.13 0.03 0.38 0.27

等级
优质

协调

优质

协调

良好

协调

优质

协调

中级

协调

轻度

失调

初级

协调

优质

协调

优质

协调

初级

协调

良好

协调

中级

协调

中级

协调

优质

协调

中级

协调

良好

协调

严重

失调

严重

失调

极度

失调

轻度

失调

中度

失调

重庆
协调

指数
0.56 0.30 0.30 0.55 0.82 0.72 0.53 0.77 0.08 0.10 0.82 0.86 0.45 0.60 0.92 0.91 0.88 0.87 0.72 0.83 0.93

等级
勉强

协调

轻度

失调

轻度

失调

勉强

协调

良好

协调

中级

协调

勉强

协调

中级

协调

极度

失调

严重

失调

良好

协调

良好

协调

濒临

失调

初级

协调

优质

协调

优质

协调

良好

协调

良好

协调

中级

协调

良好

协调

优质

协调

3.2.1 长江经济带上游中心城市重庆协调度分析

“九五”至“十五”期间,
 

重庆人居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度波动较大.
 

“九五”末期到“十五”初期,
 

重庆的

经济社会发展运行良好,
 

人居环境建设增势明显.
 

1997年,
 

重庆成为直辖市,
 

政府在财政、
 

税收等方面进

行了宏观调控措施,
 

为重庆创造了一个适合开放、
 

运行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
 

同时,
 

按照“山水园林绿化城

市”的建设目标,
 

重庆加强绿化建设,
 

居民居住条件得到较大改善,
 

无房户和拥挤户的比重降至2%,
 

城市

人均居住面积达到18.6
 

m2.
尽管重庆在“十五”中期协调度有过短暂下降,

 

但在“十五”后期,
 

重庆经济发展水平大幅度增长且人

居环境建设不断增强,
 

整体协调度继续上扬.
 

“十五”期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l1%,
 

北部新区和

特色工业园区经济拉动作用明显,
 

同时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继续加强,
 

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30%,
 

城市

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增加到24.3
 

m2.
 

“十一五”期间,
 

重庆经济发展指数保持在较高水平,
 

人居环境

建设继续呈快速增长的趋势,
 

协调度稍有波动,
 

但仍保持较高水平.
 

2007年底“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

型”成渝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获批,
 

同时启动
 

“绿化长江·重庆行动”,
 

加快生态环境建设;
 

主城区实施

环保搬迁;
 

建立住房供给
 

“双轨制”等措施实施后,
 

重庆市人居环境品质进一步得到提升.
 

“十二五”期

间,
 

受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
 

重庆经济发展水平稍有下降,
 

人居环境建设也是有所下滑,
 

但两者协调度

仍然保持相对平稳状态.

3.2.2 长江经济带中游中心城市武汉协调度分析

“九五”至“十二五”期间,
 

武汉人居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度出现较大波动,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

发,
 

武汉经济增长率持续走低,
 

使得“九五”后期武汉市整体经济发展指数低位运行,
 

人居环境指数有所

波动,
 

整体协调度从1998年开始出现缓慢下滑的趋势.
 

“十五”期间武汉加强城市生态环境建设,
 

大力

实施“绿满滨水、
 

显山透绿、
 

景观道路、
 

亲民绿化”四大工程,
 

人居环境建设投入有所增加.
 

其人居环境

指数在2000-2001年有所提升,
 

在2002年更是达到0.47的峰值,
 

但由于人居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
 

38第6期  
 

 张 达:
 

长江经济带中心城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度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在“十五”中后期仍然呈现下降趋势.
 

武汉经济发展指数“十五”期间则表现出基本稳定的态势,
 

故两者整

体协调度在“十五”前期逐渐提升,
 

而“十五”后期出现整体协调度逆向演进.
 

“十一五”期间,
 

武汉人居环

境以及经济发展指数都居于相对平稳状态,
 

整体协调度也是稍有波动.
 

“十二五”前期,
 

武汉城市由于创

新链不够完整,
 

导致创新生态不够优化;
 

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的步伐不够

快,
 

导致经济发展指数下降过快.
 

但随着武汉获批国家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以及产业政策的不断调整与

深化改革,
 

武汉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
 

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其经济发展指数在“十二五”后期有所回

升.
 

但在城市建设方面,
 

“城市病”突出问题还没有得到完全同步解决,
 

交通拥堵还比较突出,
 

排水系统

建设滞后于城市发展;
 

城市管理不够精细,
 

空气优良天数偏少,
 

雾霾天气时有发生;
 

水体、
 

湿地、
 

山体等

生态系统保护措施欠缺;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与城市经济发展位次还不相适应等问题,
 

因此“十二五”期间

其人居环境指标呈逆向演进.

3.2.3 长江经济带下游中心城市上海协调度分析

长江经济带下游中心城市上海1995-2010年协调度整体呈平缓趋势.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
 

上海的经济发展速度增幅减缓,
 

因此1995-1998年经济发展指标缓慢增长,
 

此时期人居环境发展几乎处于

停滞状态,
 

1998-2000年经济发展的速度有所提高,
 

人居环境建设也快速增长,
 

协调度出现了整体平稳趋

势.
 

“十五”期间上海协调度出现较大幅度波动.
 

在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的基础上,
 

国民经济保持持续快速

健康发展,
 

2000-2002年经济高速发展,
 

而此时人居环境建设的步伐较为缓慢,
 

其整体协调度严重下降.
 

由于2003年上海城市经济出现小幅下滑但高位运行的局面,
 

人居环境则出现了小幅上升的形势,
 

两者整体

协调度在2003年出现了大幅提升,
 

达到优质协调程度,
 

并一直保持到2005年.
 

“十一五”期间,
 

上海世博会

成功举办,
 

5年间城市人居环境建设投入和产出成绩斐然,
 

绿色、
 

环保、
 

低碳的城市运营理念广泛运用与实

践,
 

使得人居环境指标提升较快,
 

期间上海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经济运

行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
 

因此“十一五”期间,
 

上海协调度呈优质协调状态,
 

直至“十二五”中期.
 

“十二五”

后期国际经济形势下行压力较大,
 

上海经济发展增长乏力,
 

同时城市管理、
 

社会治理的难度增大,
 

人居环

境指标呈快速下降态势.
 

就整体而言,
 

两者协调度较为平稳.

3.2.4 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中心城市协调度对比分析

对比长江经济带中心城市重庆、
 

武汉和上海“九五”至“十二五”期间人居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度情况,
 

整体而言,
 

重庆在1996-2010年处于较低协调的程度,
 

且协调度波动较大.
 

上海、
 

武汉的城市协调度在

“九五”期间都处于整体平稳状态,
 

“九五”后期都出现逆向演进趋势,
 

“十五”期间两者都出现较大的波动,
 

“十一五”时期两者则相对平稳.
 

2010年后,
 

重庆和上海表现出整体协调度高位平稳运行,
 

而武汉的整体协

调度则出现大幅下降的趋势.
 

进一步对比可知,
 

“九五”期间重庆整体协调度低于武汉和上海,
 

“十五”期间

是3座城市整体协调度波动最大的时间区间,
 

“十一五”期间为3座城市相对平稳发展的区间,
 

“十二五”期

间则表现为武汉协调度下降,
 

而重庆与上海保持基本稳定的趋势.

4 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中心城市协调度差异影响因素研究

顾成林等[16]认为协调度较高的城市主要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区域.
 

本文拟通过协调度与经济发展

指标的相关性研究来探究其影响因素.
 

基于王劲峰等[17]研究成果,
 

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因子探测方法探究

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中心城市2006-2015年协调度差异的影响因素.
 

因子探测Q 值大小反映影响力的大

小,
 

具体结果见表5,6,7.
由表5可知,

 

上海在2006-2010年、
 

2011-2015年期间,
 

协调度受经济实力、
 

居民收入和产业结构等

因素的影响比较明显,
 

2011-2015年期间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和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协调度

的影响力逐渐提高,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协调度的影响则迅速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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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上海协调度影响因素因子探测Q 值表

上海
人均

GDP

人均预算

内地方财

政收入

人均社会

消费品零

售总额

第三产业

占GDP

的比重

第三产

业从业人

员的比重

在岗职

工人年

均工资

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

(以1978年

=100)

人均年

末储蓄

余额

城市居

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城市居民

家庭恩格

尔系数

2006-2010

年Q 值
0.9 1 1 1 0.13 1 0.1 0.91 0.13 0.9

2011-2015

年Q 值
0.93 1 0.71 1 0.71 0.71 0.1 0.71 1 1

  由表6可知,
 

武汉在2006-2010年、
 

2011-2015年期间,
 

协调度受经济实力和产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

变化不明显,
 

居民收入消费对协调度的影响变化显著.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人均年末储蓄余额和城市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武汉协调度的影响逐渐提高,
 

且幅度较大.
表6 武汉协调度影响因素因子探测Q 值表

武汉
人均

GDP

人均预算

内地方财

政收入

第三产业

占GDP

的比重

第三产业

从业人员

的比重

在岗职

工人年

均工资

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

(以1978年

=100)

人均年

末储蓄

余额

城市居民

人均可支

配收入

城市居民

家庭恩格

尔系数

2006-2010年Q 值 0.9 0.13 0.62 0.62 0.13 0.9 0.13 0.13 0.9

2011-2015年Q 值 0.9 0.13 0.62 1 0.62 0.13 0.9 0.9 1

  由表7可知,
 

重庆在2006-2010年、
 

2011-2015年期间,
 

协调度受经济实力、
 

居民收入消费和产业结

构等因素的显著影响.
 

2011-2015年期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
 

城市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对协调度的

影响力明显下降.
表7 重庆协调度影响因素因子探测Q 值表

重庆
人均

GDP

人均预算

内地方财

政收入

第三产业

占GDP

的比重

第三产业

从业人员

的比重

在岗职

工人年

均工资

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

(以1978年

=100)

人均年

末储蓄

余额

城市居民

人均可支

配收入

城市居民

家庭恩格

尔系数

2006-2010年Q 值 0.9 1 1 0.9 0.9 1 0.9 0.9 0.9

2011-2015年Q 值 0.9 0.9 0.13 0.9 0.9 0.9 0.9 0.9 0.13

  综合以上影响因素结论,
 

分析协调度差异形成的可能原因如下:

(1)
 

经济发展速度与人居环境建设投入的协调管理差异性.
 

协调度较高的城市主要集中在经济较为发

达的区域,
 

对比分析可知,
 

人均GDP对3个中心城市的协调度都具有极高的影响力.
 

“九五”至“十一五”期

间3座城市的经济发展都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作为地区中心城市发挥了重要的经济引领作用.
 

城市经济发

展水平影响人居环境建设的投入、
 

居民收入消费水平的提高,
 

从而影响协调度的变化.
 

“九五”
 

“十五”期

间,
 

重庆人居环境和经济建设的拟合度出现较大差异,
 

其协调度表现出剧烈波动的状态,
 

2006-2010年、
 

2011-2015年期间,
 

重庆协调度受经济实力、
 

居民收入消费和产业结构等因素的显著影响.
 

武汉2006-

2010年、
 

2011-2015年期间,
 

协调度受经济实力和产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变化不明显,
 

经济发展指数对协

调度的贡献力不高,
 

其协调度呈显著下降的趋势.
 

上海在“十五”期间,
 

其经济发展速度远高于人居环境建

设情况,
 

协调度处于不协调的状态.
(2)

 

城市与产业结构发展阶段差异性.
 

一般而言,
 

特大型城市(中心城市)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远远超出

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
 

经济发展与人居环境协调表现为一般水平.
 

同时,
 

城市产业结构深刻影响着地区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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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污染排放特征以及就业结构与居民收入等状况.
 

由于上海处于长江经济带的龙头位置,
 

沿海区位优势突

出,
 

与世界经济联系紧密,
 

其经济发展外向度较高,
 

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与内涵,
 

城市发展过程中也

更加关注医疗、
 

住房、
 

教育、
 

绿化、
 

生活设施等人居环境城市建设,
 

因而上海在经济发展的同时,
 

人居环境

指数也表现出强劲发展的势头.
 

2011-2015年期间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和城市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对协调度的影响力逐渐提高.

重庆作为长江经济带上游重要的中心城市,
 

经济发展指数一直保持较高的运行,
 

2006-2010年、
 

2011

-2015年期间,
 

协调度受经济实力、
 

居民收入消费和产业结构等因素的显著影响,
 

其协调度在此期间稳定

发展.
 

中部核心城市武汉,
 

除“十二五”前期经济发展出现急速下滑外,
 

其他时段都保持着一定的发展速度,
 

其人居环境建设也处于逆向演进的状态,
 

且期间除去居民收入消费外,
 

经济发展其他指标对协调度的影响

不显著.
 

进一步分析可知,
 

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
 

如果更加注重其质量和内涵建设,
 

加大对人居环境建设

的投入占比,
 

将更加符合城市协调发展规律.
(3)

 

地理区位与资源禀赋的差异性.
 

地理区位与资源禀赋作为客观不可控因素深刻影响着经济发展与

人居环境以及两者的协调性.
 

处于不同地域的3座中心城市,
 

2个因素差异显著.
 

重庆处于我国西南部地

区,
 

长江经济带上游,
 

经济体量、
 

交通通达性、
 

优质人力资源等方面要逊色于上海,
 

但其具有生态系统多样

性的背景,
 

城市人居环境建设程度基本符合经济发展速度.
 

而上海地理位置优越、
 

优质资源供给充足,
 

经

济发展速度保持着较高的增速,
 

但就生态背景而言,
 

要弱于重庆.
 

长江经济带中游城市武汉,
 

地理区域与

生活环境背景处于相对弱势,
 

其经济发展体量和人居环境投入比重等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武汉作为

中部崛起的重要引领城市,
 

如何防止中部塌陷的出现还有许多工作有待完成.

此外,
 

经济发展与人居环境建设协调度呈现5年周期性变化趋势,
 

主要受到我国5年经济计划影响.

5 结论及建议

5.1 结 论

本文在参考大量文献的基础上,
 

选取重庆作为上游中心城市、
 

武汉作为中游中心城市、
 

上海作为下游

中心城市,
 

建立中心城市人居环境系统与经济发展系统的指标体系,
 

其分类层的指标层有细微差别,
 

例如:
 

重庆的工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和武汉的工业垃圾无害处理率从属同一层次指标城市生态环境,
 

对整体分析

不构成影响.
 

以SPSS软件为技术支持确定主成分权重,
 

获得“九五”至“十二五”期间重庆、
 

武汉和上海人

居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
 

利用系统协调度模型,
 

分别求出3座城市历年综合系统协调度及

协调类型.
 

分析结果可知,
 

“九五”至“十二五”期间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中心城市人居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

的协调程度存在较大差异.
 

上海的整体协调度相对优于武汉和重庆,
 

除“十五”期间,
 

整体处于相对平稳状

态.
 

武汉和重庆在研究期间都存在人居环境和经济发展不协调的状况,
 

“九五”
 

“十五”期间2座城市协调度

都存在波动.
 

“十二五”期间,
 

武汉的协调度整体低于重庆和上海.
 

通过地理探测器因子探测分析可知,
 

不

同规模、
 

不同发展阶段城市的经济发展指标中产业结构、
 

经济实力、
 

居民收入消费水平对协调度表现出不

同的影响力,
 

其中,
 

上海、
 

重庆的经济发展指标对其协调度具有正相关,
 

而武汉的经济发展状况对其协调

度影响力较弱.

分析其可能原因:
 

①
 

国际经济形势与政策对中国经济造成影响.
 

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
 

经济增幅放缓,
 

三座城市的协调度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
 

②
 

区位与资源禀赋.
 

重庆的生态环境优

越,
 

上海的资源禀赋优越,
 

而武汉作为中部地区的城市,
 

在生态环境与资源禀赋方面都不存在优势,
 

如

果对经济发展与人居环境建设的关系处理不善,
 

很容易出现阶段性的波动.
 

③
 

中心城市经济发展阶段

68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http://xbbjb.swu.edu.cn     第42卷



差异性.
 

上海、
 

武汉、
 

重庆3座中心城市,
 

其城市经济发展阶段、
 

经济体量、
 

发展模式、
 

支柱产业以及首

位度都有所差异[18],
 

在经济发展与人居环境建设过程中处理好不同发展阶段的问题,
 

将有利于各自经

济的协调发展.
 

④
 

居民收入消费水平的状况.
 

政府经济发展政策中提高居民收入消费水平对其协调度

的影响显著.

5.2 建 议

长江经济带作为国家层面的经济发展举措,
 

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到至关重要作用.
 

但因为流域经

济协调发展机制并未建立,
 

全局谋划、
 

统筹发展的局面并未形成,
 

长期的无序开发,
 

对于长江流域生态环

境造成较大破坏,
 

城市经济发展与人居环境协调度差异性显著.
结合本文研究结论与实际,

 

未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①
 

促进城市经济发展,
 

增加体量.
 

城

市经济建设时,
 

注意经济发展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连贯性,
 

为城市人均环境的改善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

持.
 

②
 

注重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
 

城市产业结构影响污染物排放特征以及就业类型与居民收入水平.
 

3
座中心城市分别作为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经济核心,

 

其产业结构也具有一定差异性与梯度性,
 

需有计划地

通过产业梯度转移和技术梯度转移实现不同层次中心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
 

③
 

稳步提高居民收入.
 

本文发现政府经济发展政策中提高居民收入消费水平对其协调度的影响显著,
 

政府可以通过推进长江经济

的生态补偿机制、
 

深入精准扶贫、
 

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以及健全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等措施,
 

实现居民收

入的稳步提升,
 

从而为人居环境改善提供条件.
 

④
 

进行人居环境的分区分类研究.
 

科学甄别全流域人居环

境基本类型与特征,
 

形成各具特色的人居环境类型区划,
 

为经济发展反哺人居环境建设提供精准目标参

考,
 

把长江经济带建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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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accurately
 

determine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central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nd
 

their
 

causes,
 

and
 

to
 

construct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urban
 

hu-

man
 

settle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evaluates
 

and
 

analyzes
 

the
 

changing
 

trend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degree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

ment
 

of
 

the
 

three
 

central
 

cities
 

of
 

Shanghai,
 

Wuhan,
 

and
 

Chongqing
 

during
 

the
 

9th
 

Five-Year
 

Plan
 

period
 

to
 

the
 

12th
 

Five-Year
 

Plan
 

period.
 

The
 

results
 

showed
 

a
 

coniderably
 

big
 

difference
 

in
 

the
 

degree
 

of
 

coordi-

nation
 

between
 

the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system
 

and
 

the
 

economic
 

system
 

in
 

the
 

central
 

cities
 

of
 

the
 

upper,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during
 

the
 

9th
 

Five-Year
 

Plan
 

pe-

riod
 

to
 

the
 

12th
 

Five-Year
 

Plan
 

period.
 

The
 

overall
 

coordination
 

of
 

Shanghai
 

was
 

relatively
 

better
 

than
 

that
 

of
 

Wuhan
 

and
 

Chongqing.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Shanghai
 

was
 

relatively
 

stable.
 

Both
 

Wuhan
 

and
 

Chongqing
 

suffered
 

from
 

uncoordinated
 

living
 

environ-

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he
 

two
 

cities
 

fluctua-

ted
 

during
 

the
 

9th
 

and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s.
 

Wuhans
 

overall
 

coordination
 

was
 

lower
 

than
 

that
 

of
 

Chongqing
 

and
 

Shanghai
 

during
 

the
 

12th
 

Five-Year
 

Plan
 

period.
 

Geographic
 

explor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the
 

difference
 

in
 

the
 

degree
 

of
 

coordination
 

indicated
 

that
 

of
 

all
 

the
 

indicators
 

of
 

eco-

nomic
 

development
 

of
 

a
 

city,
 

its
 

industrial
 

structure,
 

economic
 

strength
 

and
 

residents
 

income
 

and
 

con-

sumption
 

levels
 

had
 

different
 

influences
 

on
 

the
 

degree
 

of
 

coordinati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ica-

tors
 

of
 

Shanghai
 

and
 

Chongqing
 

were
 

in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ir
 

coordination
 

degree,
 

while
 

the
 

e-

conomic
 

development
 

status
 

of
 

Wuhan
 

had
 

but
 

a
 

slight
 

influence
 

on
 

its
 

coordination
 

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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